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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博弈行为：
分类框架、 识别策略与研究进路

李佳源

【摘要】政府绩效评估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但相当部分的文献
仍然受到工具理性话语的主导，侧重于评估体系的构建和对评估价值的规范讨
论。这些研究忽视了评估的“黑暗面” （Ｇｒｉｚｚｌｅ，２００２），即绩效评估引入公共
部门后诱发了评估对象的策略性回应及其他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基于对多学科
实证研究的梳理和整合，论文聚焦发生于公共部门情境下的绩效评估博弈行为，
尝试归纳这类行为的一般模式以及近年来文献在这一主题研究上取得的方法上
的突破。在此基础上，笔者指出现有研究的三个主要缺陷和可能的研究进路：
采用非介入性的方法测量博弈行为的普遍性、构建中层解释框架，以及从组织
行为等相邻学科中获取概念和分析工具。

【关键词】绩效评估　 博弈行为①　 公共部门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１）０３ － １７６ － ２０

一、引言

政府绩效评估是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中的重要举措，其逻辑起点是组织管
理当中普遍存在的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
为激励代理人，委托方将组织目标分解为具体、可测量的指标，然后按照目标
的重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权重，并将评估结果应用于对代理人的奖惩（吴建南等，
２００９）。在工具理性话语的包装下，政府绩效评估与问责、透明、创新等话语关
联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迷思（Ｍｏｄｅｌｌ，２００４；Ｔｏｗｎｌｅｙ，１９９７）：没有
采用绩效评估的部门被认为管理落后，并可能导致组织合法性遭到质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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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博弈行为特指评估对象为谋求相对有利的评估结果而采取的不正当手段。

在相关外文文献中，主要的表述包括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ｇａｍ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等。
遵循这一表述惯例，本文交替使用策略行为和博弈行为来指代这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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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遍的观察结论是，绩效评估成为一个迅速扩张的“产业”，现代组织面临
着名目繁多的评估（Ｅｓｐｅ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Ｅｓｐｅｌａｎｄ ＆ Ｖａｎｎｅｂｏ，２００７）。例如，
俄罗斯颁布的第８２５号总统令要求俄联邦地区政府采集和发布多达２８５个绩效
指标的相关数据（Ｋａｌｇｉｎ，２０１６）。英国布莱尔政府引入超过３００个绩效指标对
公共服务的绩效进行评价（Ｈｏｏｄ，２００６）。一些学者将量化评估向社会各个领域
渗透的趋势形象地称为“审计社会”（ａｕｄｉ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ｏｗｅｒ，１９９７）。

随着绩效评估的扩散，针对这项管理工具实际影响的研究（即对评估的评
估）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绩效评估的推行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公共部门的效率（Ｐｒｏｐ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经
济的发展（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显著改善公共服务质量（Ｄｅｅ ＆ Ｗｙｃｋｏｆｆ，２０１５）
并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化程度（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９９９）。在新近发表的一项元分
析中，围绕绩效评估是否能提升组织绩效这一核心问题，Ｇｅｒｒｉｓｈ （２０１６）对４９
份实证研究中报告的２１８８个效应量进行综合，作者发现评估体系与公共部门绩
效的提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０ ０３ （ｐ ＜ ０ ０５），这证实了引入绩效评估可以提
升公共部门的绩效水平。但这项研究所揭示的二者之间的弱相关性也表明，绩
效评估的实施并没有如倡导者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显著的效果（Ｏｓｂｏｒｎｅ ＆
Ｇａｅｂｌｅｒ，１９９３；Ｗｈｏｌｅｙ ＆ Ｈａｔｒｙ，１９９２）。

事实上，绩效评估的价值，尤其是评估可能产生的负效应，一直是富有争
议的话题。美国评估学报（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曾刊登了４篇针锋相
对的评论文章（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９；Ｐｅｒｒｉｎ，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Ｗ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９９）。Ｐｅｒｒｉｎ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基于自己在公共部门的工作经历，对绩效评估的实践价值提出了
质疑。他认为使用绩效指标来评价项目效果的做法存在“内在的错误和局限”。
他列举了绩效评估的８个悖论来阐述这一管理实践的逻辑存在根本性的错误。
例如，评估导致评估对象将注意力放在了数字生产上，而这些行为本身对绩效
的提升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意义。Ｄｅ Ｌａｎｃｅｒ Ｊｕｌｎｅｓ （２００６）同样指出了绩效评估
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特别是绩效信息并没有被应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类似地，
基于对两次绩效预算改革（ＧＰＲＡ和ＰＡＲＴ）的观察，美国国家行政科学院院士
Ｂｅｒｙｌ Ｒａｄｉｎ指出了绩效评估的前提预设存在的问题（Ｒａｄｉｎ，２００９）。例如，绩效
评估的倡导者假定信息是客观中立的，绩效评估能明确项目效果产生的因果链
条，政策目标是清晰的，以及公共部门的绩效是可量化的。然而，这一系列假
设并不符合真实世界中的公共政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侧重点不同，这
些质疑均指向了绩效评估诱发的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尤其是代理人的策略性回
应，这些行为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关切点。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本文着力于从国际视野分析绩效评估的影响，但主题
具有明显的本土关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建立起
一套量化的、强调实绩的绩效考核体系，进而对地方官员推动辖区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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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形成有效的激励（荣敬本等，１９９８；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周黎安，
２００８）。但这种“锦标赛式”的考核制度设计也诱发了一系列的负效应，其中
最为突出的是考核中的绩效博弈行为，即评估对象对绩效考核进行不正当干预，
以确保在绩效评估中的优势。自２０１７年以来，国内陆续有省市“自曝家丑”，
承认经济数据造假，并主动“挤水分”，这些问题反映了绩效博弈的严重程度。
显然，绩效博弈行为的发生对政府科学决策、官员的合理问责与激励以及政府
纵向层级的治理构成巨大的挑战。

鉴于这类行为的危害性，本文尝试通过系统的文献综述回答以下两个主要
问题。首先，政府绩效博弈行为的发生是否具有一般性的模式？鉴于博弈行为
的隐秘性，许多相关研究都是选取某个特定的领域来对博弈行为进行深入分析，
以便揭示博弈行为的存在及其发生机理。但这类研究设计容易导致研究发现的
“碎片化”，许多实证研究停留在基于具体个案的经验叙事层次。诚如周雪光和
练宏（２０１２）在评价中国政府研究时指出，政府行为的研究工作正进入一个收
益递减阶段，即经验观察在不断积累，但却没有显著的知识增长。这个中肯的
评价也适用于当前有关绩效博弈行为的研究。尽管我们获得了有关地方政府如
何进行绩效博弈的经验观察，但尚未从中发掘出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贡
献。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抽象和整合，并且尝试构建一个类型学，将是本文
的目标之一。

其次，绩效博弈行为是一种敏感的组织行为，如何对这类行为的普遍程度
进行测量构成了这一主题系统研究的主要方法挑战。不可否认，一些关于公共
部门绩效博弈的知识仍局限于坊间传闻或日常生活中的直观性资料。近年来，
方法上的创新为这一主题的研究注入了活力。一些学者采用非介入性的研究方
法，对博弈的普遍性进行了系统的测量和建模，深化了我们对诱发博弈行为的
组织和情境因素的理解。本文将致力于对这部分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并归纳
测量博弈普遍程度的方法路径。

总之，本文希望在系统的文献综述基础上，对公共部门绩效博弈研究的分
析工具、研究逻辑和方法设计进行归纳和评述，并反思这一主题研究的局限，
提出若干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及文献检索方法

在介绍文献检索方法之前需厘清英文文献中有关绩效博弈的不同学术表达。
在文献中，学者们经常把博弈（ｇａｍｉｎｇ）、策略行为（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非预
期后果（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目标替代（ｇｏ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和负功能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等概念等同使用。笔者认为，目标替代指的是在考核的压
力下，绩效评估作为组织激励的一种手段异化为目的本身，因此这些学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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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的是博弈行为的后果，而非行为本身。一些学者如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５）使用“非
预期后果”来描述引入绩效评估之后产生的事与愿违的后果。本文认为，博弈
只是“非预期后果”的一种类型。部分学者倾向于使用ｐｅｒ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或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来概念化实证观察。但这类标签隐含价值预设，即假定博弈
是恶的。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在某些情形中，博弈行为尽管表面上违背了
评估的初衷，但从结果上看并没有产生负面效果（Ｋｅｒｐｅｒｓｈｏｅ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综合考虑，本文使用博弈（ｇａｍｉｎｇ）这一概念来指代任何旨在干预绩效评估、
且导致报告的业绩和实际业绩之间的背离的组织或个体行为。

为了系统地对绩效博弈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进行回溯、梳理和评述，本文
按照循证管理学（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文献检索程序定位尽可能多的
相关研究（Ｈｏｏｎ，２０１３；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为了确保进入综述的文献符合
分析的需要，本研究确定以下５个纳入标准：

（１）只纳入以绩效评估为分析重点的实证研究。
（２）只纳入报告了某种形式的绩效博弈行为的实证研究。
（３）结合文献综述的目的，本文只分析发生在公共部门的绩效博弈行为。
（４）遵循系统文献综述的规范做法，纳入综述的研究必须符合事先确定的

研究质量标准（Ｓｈａｍｓｅ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例如，研究目标是否清晰？研究设计
与研究问题是否匹配？研究是否采用了相关的措施来应对研究问题的敏感性？
作者是否清晰地报告了研究发现？

（５）纳入综述的研究必须发表于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且用英文写作。本文以
１９９０年为检索起点是因为一系列有关公共部门绩效博弈的开创性研究发表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期（Ｂｏｕｃｋａｅｒｔ ＆ Ｂａｌｋ，１９９１；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５），这些研究影响了后
续这一主题实证研究的发展轨迹。将著作发表的语言限定为英语，是为了最大
限度拓展文献综述的国际视野，避免文献综述的结论囿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

本文的检索词由绩效评估和博弈的关键词组合而成。其中，绩效评估在英文文献
中的表达主要包括：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ｇｉｍｅ。博弈相关的检索词组包括：ｃｈｅａｔ，ｆａｌｓｉｔｙ，
ｇａｍ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ｅｒ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如表１所示，检索的数据库包括了社会科学研究
常用的数据库。笔者根据每个数据库的检索规则来编写检索命令。以ＳＳＣＩ数据
库为例，检索命令如下：

ＴＳ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ｇｉｍｅ”）ＡＮＤ（ｃｈｅａｔ ＯＲ
ｆａｌｓｉｆ ＯＲ ｇａｍ ＯＲ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 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ｒ”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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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 “ｐｅｒ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表１文献检索记录

数据库 检索平台 检索时间段 检索结果
ＳＳＣＩ，Ａ ＆ ＨＣＩ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３２０条文献记录
Ａｓ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ｓ Ａ ＆ 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２８５条文献记录

ＥＲＩＣ，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ＩＮＦＯ，
ｅＢｏｏ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ＢＳＣＯ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５９３条文献记录

Ｓｃｏｐｕｓ Ｓｃｏｐｕ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１４９３条文献记录

笔者将检索得到的文献记录导入文献管理软件Ｅｎｄｎｏｔｅ Ｘ７中，得到总共
２７３５条记录（去重之后剩下２０７８条）。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并对照纳入标准
进行筛选，笔者初步确定其中２０６篇文献可以被纳入综述当中。通过对这些研
究进一步研读，确定最终纳入文献综述的研究。此外，为了定位尚未正式发表
的工作论文，笔者利用类似的关键词在ＳＳＲＮ①进行检索，进一步获取与绩效博
弈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笔者在公共管理ＳＳＣＩ刊物上检索与绩效博弈相关
的实证研究，这些刊物包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鉴于聚焦中国情境的绩效
博弈研究日益增长，笔者在中国研究领域的英文刊物进行文献检索。这些刊物
包括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三、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博弈行为：一个分类框架

近年来，海内外公共管理学界开始对绩效博弈行为进行系统研究，逐步揭
开了量化评估和博弈行为发生之间的联系（Ｈｏｏｄ，２００７；Ｒａｄｎｏｒ，２００８）。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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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ＳＲＮ全称为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该数据库致力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
域研究的传播。研究人员可以将自己的工作论文上传至数据库中，供读者免费下载和阅读，
并获得评论。根据最新的统计，ＳＳＲＮ电子数据库收录超过７０万篇论文，研究成果覆盖３０个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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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价，并以结果来激励公职人员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新公
共管理改革的主要举措（Ｋｅｔｔｌ，１９９７；Ｌｉｇｈｔ，１９９８）。但不少实证研究表明，这
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公职人员的策略行为。随着实证研究的积累，一些
学者开始尝试构建绩效博弈行为的类型学。Ｈｏｏｄ （２００６）认为博弈可以分为三
种类型。第一种策略行为被称为“棘轮效应”，指的是被考核者为了避免来年更
重的任务，一般倾向于将产出维持在目标值附近。第二种策略行为被称为“门
槛效应”，指的是考核对象一旦完成指标即停止进一步提升绩效的努力。第三种
类型是对绩效数据的直接操纵。Ｇａｏ （２０１５）提出了基于中国情境的博弈行为类
型学。她认为，如果博弈导致报告的绩效和真实绩效之间的背离，那么这类行
为属于恶性博弈（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ｕｓ ｇａｍｉｎｇ）。在良性博弈（ｂｅｎｉｇｎ ｇａｍｉｎｇ）中，尽管存
在策略性回应，但评估对象实际上完成了考核所要求的任务。Ｈｏｏｄ的类型学中
的棘轮效应和门槛效应均属于这种类型。在恶性博弈中，评估对象尽管在数据
上完成了考核目标，但实际业绩并没有达到考核的要求。

应该指出，类型化是提炼绩效博弈行为一般模式的有益尝试。但实际上，
这些分类框架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博弈类型无法涵盖实证研究所揭示的诸
多策略性回应；一些分类标准涉及明显的价值判断，因此对策略行为的分类也
依赖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既有实证研究的梳理，本文认为绩效评估中
博弈行为可以按照发生的节点来进行界定和区分，即发生在绩效生产和绩效验
收两个阶段的策略行为。绩效生产的策略行为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类：曲解指
标定义、选择性关注和干扰指标目标值的设定；绩效验收阶段的策略行为主要
包括绩效数据篡改和扭曲抽样。

（一）绩效生产阶段的策略行为
绩效生产指的是作为代理方的评估对象如何完成委托方交付的工作，这些

任务通常以可量化的指标来定义。文献梳理发现，在这一阶段可能出现三种主
要的策略行为，即曲解指标定义、选择性关注和干扰指标目标值的设定。
１ ． 曲解指标定义
指标的定义是绩效评估的关键环节。尽管在制定评估方案时，委托方会对

绩效目标做出明确的界定，但指标的定义存在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在某些情况
下需要依赖考核对象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判断。这使得指标定义容易成为策略行
为的风险点。文献梳理表明，在公共卫生和犯罪打击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曲
解指标定义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博弈行为。

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关键政策领域。医护人员面临着名
目繁多的考核指标，且评估的结果直接影响个人的业绩和医院的利益（Ｋｅｌｍａｎ
＆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００９）。尽管一些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绩效评估的应用
提升了医疗质量（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Ｍａ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但考核导致的非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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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后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Ｈｏｏｄ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研究揭示了量化考核
的负效应（Ｂｅｖａｎ ＆ Ｈｏｏｄ，２００６；Ｈｏｏｄ，２００６，２０１２）。例如，为了提高公立医
疗的效率，英国国民医疗服务系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规定急诊病人在英
格兰公立医院的等待时间不得超过４个小时。大规模的就诊数据分析表明这个
预期目标得到了实现（Ｍａ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但在考核的压力下，一些医院为了
确保能达到这个目标，让病人在救护车中等待，直到确定可以在这个规定的时
间内接诊才允许他们进入医院（Ｂｅｖａｎ ＆ Ｈｏｏｄ，２００６）。类似地，为了保证病患
的及时就医，卫生部门为信托机构设定了不同急救类型的响应时间要求（从接
到明确求救电话到救护设备抵达现场），对于没有达到预定标准的信托，将面临
包括声誉受损乃至行政主管被撤的一系列惩处措施。一系列内部审计结果表明，
一些医院为了达到考核目标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例如，类别Ａ是指那些可能
危及生命的求救，因此属于紧急程度最高的急救类别，卫生部门规定医院信托
７５％的类别Ａ求助电话必须在８分钟内响应，但一些信托机构利用类别定义存
在的模糊性，将一些原本应归为类别Ａ的求助降格为类别Ｂ或Ｃ，从而降低响
应时间的标准。

绩效评估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另一个主要应用是将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与评
估结果挂钩，但学界对于绩效工资的激励效果存有争议（Ｄｏｒ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Ｅｉｊｋｅｎａ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聚焦英国国民医疗服务的绩效工资体
系，Ｇｒａｖｅｌ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发现，推行绩效工资制度扭曲了医护人员的激励。
２００４年引入的质量和结果评估框架要求英国全科诊所（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报告
１４６个质量指标上的业绩，其中６５个指标是通过计算在某个疾病类型中诊所治
疗的病人数量（分子）和患有该类疾病的总人数（分母）的比例来衡量的，以
此评估诊所在该具体疾病类型上的绩效（总共涉及１１种疾病）。当该比值达到
设定的阈值上限，诊所可以在这个指标上获得最高的分值。

尽管采用比值（ｒａｔｉｏ）的初衷是为了激励诊所收治更多的病患（即计算比
重的分子部分），但为了获得更多的奖金，诊所可以通过减少分母的方法来达到
同样的目的。由于分母是诊所报告的患有特定类型疾病的病人数量减去基于正
当理由不纳入计算的病患数量，一个可能的干预策略就是增加免除纳入指标计
算的病患数量。借助苏格兰地区９３２个诊所的基础数据，Ｇｒａｖｅｌｌｅ及其合作者发
现，２００４—２００５财务年度指标数据低于阈值上限的诊所，相比于指标数据高于
阈值上限的诊所，前者在下一财务年度免除纳入计算的病患比例明显更高。这
说明，诊所可能通过操纵指标的分母部分来提升绩效。

犯罪数字的生产过程以及犯罪数据的失真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Ｂｌａｃｋ，１９７０；Ｇｏｖｅ，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Ｐｒｉｃｅ，１９６６；Ｓｋｏｇａｎ，１９７４；Ｓｅｉｄｍａｎ ＆
Ｃｏｕｚｅｎｓ，１９７４）。破案率是评价警察部门绩效的重要指标。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了
哪些行为构成犯罪，但对行为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警方的判断（Ｐａｔｒｉ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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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追求高破案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立案数据不实的问题。其中，“有案不
立”便是一种典型的策略行为。长期服役于英格兰警队的帕特里克的研究发现
（Ｐａｔｒｉｃｋ，２００９），为提升破案率这一关键指标，警察拒绝登记受害人向警方报
告的犯罪行为，或将发案时间和地点相似的独立案件合并登记为１宗案件（做小
分母）。类似的策略行为也存在于中国地方警务绩效的考核。例如，Ｌｉ （２０１５）发
现，派出所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治安拘留数”，人为降低拘留标准，将一些轻微
的违法行为纳入拘留的范围。同样聚焦犯罪打击领域的数字生产，Ｘｕ （２０１８）
的研究揭示了在“两升一降”的考核压力下（即破案率、逮捕数上升，立案数
下降），一些公安机关采取包括拒绝立案在内的一系列办法来追求表面上的高绩
效，这些策略行为严重影响了绩效数据的真实性。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类策略行为的共性都是行动者利用绩效标准定
义的模糊性干扰考核结果。
２ ． 选择性关注
组织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当组织面临多重任务要求时，量化考核容易

导致选择性关注，即考核对象根据服务对象和工作任务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来分
配注意力。这类策略行为具体表现为“筛选”服务对象或忽视那些没有被纳入
考核的绩效维度。以就业培训为例，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２００７）对美国劳工投资法案的分
析发现，尽管这是一个普惠性的福利项目，但由于绩效标准是根据培训参与者
结束培训时的就业情况来确定，一些就业培训机构为了获取绩效奖励，将一些
就业前景不佳的申请者（如少数族裔）排除在项目之外。

筛选服务对象的行为也存在于公共卫生领域。在医疗领域引入绩效评估的
一个重要做法是公布医院的绩效信息。这一举措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病患和服务
供给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让病人做出更理性的就医选择。但是，由于治
疗失败将直接影响医院在关键绩效指标上的表现，医院可能拒绝接收风险较高
的病患。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医疗服务提供者存在规避高风险病患的倾向。例
如，Ｄｒａｎｏｖ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评估了发布医院冠状动脉搭桥术的死亡率产生的非
预期后果。作者借助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引入了强制性的信息公开机制之后，
纽约州和宾州接受搭桥手术的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相比于没有引入类似机制
的州明显下降，这说明医院存在选择病人的可能。

在日趋强调结果和量化评估的教育领域，教师在考核的压力下出现选择性
关注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美国联邦政府在２００２年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法案》（Ｎｏ 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ｃｔ），引入以标准化测试中学生通过率为关键指标
的考核体系。研究发现，法案生效之后，学校的一个策略性回应是将主要精力
放在考试及格线附近的学生。原因是相比于成绩特别优秀或特别差的学生，这
部分学生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学校的整体通过率以及排名（Ｒｅｂａｃｋ，２００８）。

在环保领域，中国政府自“十一五”规划对各省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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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污染物的排放削减情况进行考核。尽管减排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重视属地的
环境保护，但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类似的策略行为。利用３１个省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Ｌｉａｎｇ和Ｌａｎｇｂｅｉｎ （２０１５）发现，考核显著减少了二
氧化硫的排放量，但对于化学需氧量的削减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作者认为，
化学需氧量反映的是水体的污染，而二氧化硫反映的是空气的污染程度，后者
对环境的影响更加直观，因此更可能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此外，两位研究人
员发现，对于那些未纳入考核的污染指标，其排放情况并未显著改善。这些证
据表明，环保量化考核扭曲了地方环保部门的注意力分配———那些没有被纳入
考核或难以直接观察的绩效维度被相对忽视。

上述的文献综述表明，尽管指标量化可以对代理方的工作进展和绩效进行
监测，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代理方如何完成这些工作难以体现在指标数
据上。评估本身是一个“去情境化”（ｄ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过程，考核对象在
完成指标任务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测量什么就重视什么（Ｗｈａｔ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ｓ
ｗｈａ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的问题。
３ ． 干扰指标目标值的设定
考核目标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完成考核任务的难易以及通过考核的可能性，

因此目标值的设定也是博弈高发的环节之一。在实践过程中，考核目标通常依
据评估对象过往的绩效状况而定，因此容易出现“鞭打快牛”的情况，即绩效
越高的部门可能承担更重的绩效要求。因此，为避免更重的考核任务，评估对
象倾向于压低产出。Ｂｅｖａｎ ＆ Ｈｏｏｄ （２００６）将这类行为称为棘轮效应（ｒａｔｃｈ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

韩国中央政府推行绩效预算改革产生的非预期后果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提升公共部门的绩效，韩国政府仿效美国的《政府业绩与成果法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ｃｔ），引入绩效预算体系。２００５年，中央政
府引入了预算项目自评计划（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ＳＡＢＰ），
明确建立起绩效和财政拨款之间的关联。这个项目被用于评估支出机构超过１ ／ ３
的项目。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总计有２９２０个项目接受评估，涉及财政资金约
１３２０亿英镑。按照规定，项目绩效评估结果划分为五档：非常有效、有效、一
般、差、很差。若等级为“差”的，该项目下一年度的预算将被削减１０％。在
其博士论文中，Ｓｈｉｎ （２０１３）针对中央政府官员的访谈发现，为了避免预算受
到影响，部门上报的绩效目标偏于保守，以确保能通过考核。

除此以外，干扰指标目标值的做法可能涉及组织之间的共谋。Ｌｉ （２０１５）
的研究发现，在犯罪打击领域，个别基层派出所之间存在指标“交易”行为。
例如，一个派出所在逮捕数这个指标上超额完成，但在行政拘留数这一指标上
的完成情况不理想，而另外一个派出所的指标完成情况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
下，两个派出所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在两个不同的考核指标上进行交易。这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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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质上属于干扰预期目标的设定，其结果是交易双方的“共赢”：没有完成既
定目标的基层所队能通过考核，而超额完成任务的单位可以避免来年更重的任务。

（二）绩效验收阶段的策略行为
绩效验收特指委托方对绩效的完成数量和质量按照事先确定的标准进行评

估。文献梳理的结果表明，这个过程容易发生两类策略行为：一类是直接对评
估的结果数据进行篡改，另外一类是在抽样阶段对数据进行干扰。
１ ． 绩效数据篡改
篡改绩效数据是最为典型的策略性回应。在教育领域，学生的学业成绩已

成为评价教师和学校的关键业绩指标。一方面，部分实验研究表明，引入激励机
制明显提升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业表现（Ｂｅｈ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Ｍｕｒａｌｉｄｈａｒａｎ ＆
Ｓｕｎｄａｒａｒａｍａｎ，２０１１；Ｖｉｃｔｏｒ Ｌａｖｙ，２００２ ）。但另一方面，将学生测试成绩用于
评价教师也会诱发数据造假的问题。在这一研究主题上，Ｊａｃｏｂ和Ｌｅｖｉｔｔ （２００３）
的论文已成为广为引用的经典研究。作者借助测试成绩的异常波动和同班学生
测试答案的可疑分布规律来推断教师修改试卷答案的可能性。利用来自芝加哥
公立学校的数据，作者保守估计每年至少有４％ ～ ５％的小学班级存在试卷答案
被篡改的情况。

近年来，现场考察（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评估方式，评估专家
现场的评价直接影响教育机构的绩效。但这也诱发了各种“迎评”策略：学校
和教师通过对文本的精心制作和场景的布置来进行“印象管理”。Ｐｅｒｒｙｍａｎ
（２００９）的民族志研究颇具代表性。作者对英格兰一所地处内城的学校进行了历
时３ 年的参与式观察，并参加了英国教育标准局（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对该校的现场督学。作者考察的这个学校由于没有通过标准局组织
的上一轮督查而面临巨大的压力。在现有评估框架下，督学团若发现学校的绩
效没有明显提升，那么教育标准局可以对学校采取包括关停在内的手段。她观
察到，为了应对考核，教师和管理人员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准备评估文件、工作
计划和课程大纲。由于督学团要求对教师和学生进行面谈，校方组织多场排练
以帮助教员更好地应对各种可能的提问。为了不影响督查结果，一些学生甚至
被藏匿或转移。这些迎评策略实质上带有很强的表演性，督学团所看到的远非
教育机构的真实运作情况。

过去十几年间，基于中国情境的绩效博弈行为研究呈现增长的趋势。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衡量地方政绩的核心指标之一，中国经济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干预成为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Ｒａｗｓｋｉ （２００１）通过ＧＤＰ的增长和能源消耗
之间的反差对中国ＧＤＰ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作者对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的经济增
长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３年间全国ＧＤＰ累计增长２４ ７％，而同期全国能源消
耗下降１２ ８％。作者认为，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能源消耗的基础上，ＧＤＰ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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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能耗下降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单位ＧＤＰ能耗剧烈下降，这显然不符合当
时的实际，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数据失真。结合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作者认为
ＧＤＰ数据注水的可能性更大。沿袭类似的分析思路，徐康宁、陈丰龙和刘修岩
（２０１５）提出以夜间灯光数据作为检验经济数据真实性的替代测量，这是由于许
多研究证实夜间灯光亮度与经济增长之间高度相关（Ｃｈｅｎ ＆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２０１１；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对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基于灯光
数据测算的全国实际ＧＤＰ增长率比同时期官方数据平均低１ ０２个百分点，其中
东部、中西部比官方数据分别低１ ５２个百分点和１ ８１个百分点。据此，作者
推断地方政府存在夸大经济数据的可能性。

近年来，非经济政策领域的策略行为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以环保领
域为例，数据真实性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备受关注的议题（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８；
Ｂｒｏｍｂａｌ，２０１７；Ｓｔｏｅｒｋ，２０１６；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２）较早对环
境保护领域数据造假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们借助两个方法来检验数据是否受到
操纵。首先是利用相对独立的数据对地方政府发布的空气质量数据进行校验。
第一个指标是能见度。作者认为该指标没有用于考核地方政府，因此受到干预
的可能性较小。另一个指标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气溶胶光学厚度①
（ＡＯＤ），该数据同样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作者的具体假设是，如果地方政府发
布空气污染指数（ＡＰＩ）数据在临界点附近受到操纵，那么ＡＰＩ与能见度、ＡＯＤ
这两个空气污染数据的替代测量之间的相关性会显著减弱。其次，他们借助断
点回归的方法来判断博弈是否存在。其中的逻辑是，由于“蓝天数”的关键指
标之一———ＡＰＩ存在明确的阈值，即ＡＰＩ小于１００才达标，如果数据被人为干
预，那么ＡＰＩ在临界点之下的密度将低于ＡＰＩ在临界点之上的密度。借助中国
３７个主要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每日ＡＰＩ、能见度和ＡＯＤ等数据，作者发现官
方数据在临界点附近出现明显的间断，而且这种跳跃在引入“蓝天数”考核指
标之后更加明显，这说明ＡＰＩ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为的干预。
２ ． 干扰抽样
绩效验收实际上是一个抽样的过程，即从数据总体中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

进行评估，进而推断总体的绩效状况。推断的准确性取决于样本的代表性。为
谋求有利的考核结果，作为考核对象的代理人有动机对采样过程进行干扰。以
教育领域为例，在引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之后，由于特殊教育的学生
的测试成绩不会影响学校排名，校方可能将考试成绩较差的学生归入特殊教育
的类别。Ｊａｃｏｂ （２００５）的研究发现，引入问责政策之后，特殊教育的学生比例
增加了８％，并且排名越靠后的学校的增加幅度越大。这个发现与Ｂｏｈｔｅ和Ｍｅ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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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微粒，是衡量大气混浊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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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针对德克萨斯州公立学校的发现基本一致。另外一种策略行为是将学业
表现不佳的学生留级，避免他们升入三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这三个需要参加
标准化学业测试的年级。作者发现，引入法案之后，一、二年级留级的学生比
例显著增加（增加２ ３个百分点），其中，排名靠后的学校的留级学生增幅最
大。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四、五、七年级这三个年级中。

干扰抽样的策略行为还可能出现在采样的时点上（ｔｉｍｉｎｇ）。在就业培训领
域，为了准确衡量培训机构的绩效，美国劳工部要求培训机构在项目参与者培
训终止后９０天内报告其就业状况。Ｃｏｕｒｔｙ和Ｍａｒｓｃｈｋｅ （１９９７）围绕美国《劳工
投资法案》（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的研究表明，由于培训机构在报告时点的
选择上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培训机构根据当年的整体业绩情况采取不同的报
告策略。当整体绩效不佳，机构倾向于推迟报告未就业者的就业状况，尽可能
确保参与者能够在报告截止时间前获得工作。当培训机构的业绩超过了预定的
绩效标准时，项目机构立即终止那些没有接受培训且尚未就业的项目参与者。
显然，在机构业已完成绩效目标的情况下，报告不利结果并不会影响机构的绩
效（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ｂａ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ｇｏｏｄ ｔｉｍｅｓ ｏｎｌｙ）。

总之，绩效博弈行为理论上可能发生在绩效评估的诸多环节。通过对实证
研究的梳理和归纳，本文将这类行为按照发生的时间节点划分为两类，即绩效
生产阶段和绩效验收阶段的策略行为。其中，绩效生产阶段的策略行为包括了
曲解指标定义、选择性关注和干扰指标目标值设定；绩效验收阶段的策略行为
主要包括绩效数据篡改和干扰抽样两种类型。

四、如何测量绩效博弈行为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相当部分的研究尝试通过与知情人进行深入访谈，获
得关于策略行为的证据。但作为一个敏感的话题，直接询问依赖访谈对象的配
合，因此研究结论的可信度难免会受到质疑。近年来，参与式观察提供了近距
离研究博弈行为的机会，特别是一些具有一线工作经验的公职人员的研究，更
是打开了这一主题研究的黑箱，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一些具体政策领域博弈行
为的认识。但必须指出的是，揭示博弈行为发生机制的前提是对博弈行为的普
遍程度进行有效度的测量。博弈属于敏感的组织行为，因此，如何对博弈行为
进行识别和测量是这个主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在文献检索中定位到一些
初步的尝试，这些研究借助系统的定量方法对博弈行为的普遍程度进行建模，
揭示了博弈行为发生的可能机制。基于对这部分文献的分析，本文将既有研究
测量博弈程度的方法分为两类。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相对独立的数据来验证官方报告的绩效数据的真实性，
并利用二者之间的背离估计博弈行为的普遍程度。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２）的研究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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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的替代测量和绩效数据的相关性来分析后者是否被操纵。Ｗａｌｌａｃｅ
（２０１６）和徐康宁（２０１５）等人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尝试量化博弈的普遍程度。
这两份研究把发电量／用电量和地区夜间灯光亮度作为对地区经济活动活跃程度
的替代测量，然后将其与官方报告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比较，二者之间的差距
被认为是策略行为所致。其中的逻辑是：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和发电量／用
电量或夜间灯光亮度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二者间的背离可能是数据操纵导致。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２０１６）的研究显然更进一步。他巧妙地利用了发电量／用电量的增
长率和官方报告的ＧＤＰ增长率的差异作为对经济数据造假程度的估计，证实了
时间节点（ｔｉｍｉｎｇ）对于解释组织博弈行为发生的重要性。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的省级面板数据，他发现，在省委书记或省长出现人事变动时，ＧＤＰ增长率和
用电量／发电量增长率之间的背离增大约１个百分点。这个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
重要变量后仍然稳健。这表明，经济数据在政治敏感时期更可能被操纵。必须
指出的是，尽管这种估计方法具有较大的创新性，但正如徐康宁等（２０１５：２８）
所指出的，客观数据测算的结果和官方数据的差异可能是人为干扰所致，也可
能是源自技术性误差，因此也就不能将二者的差异等同于数据造假。要揭示博
弈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必须对这类行为发生的普遍程度进行直接测量（笔者
在讨论部分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采用相对独立的数据对官方报告的绩效数据进行校验也被应用于计划生育
领域。以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０年实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国家计生
委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７年的全国生育调查为参照数据，Ｓｅｒｒａｔｏ等（２０１９）
分析了地级市政府报告的人口计生绩效数据的真实性。他们发现，地方政府报
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７ ７‰，而使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的增长率为
８ ３‰。作者将基于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和地方政府报告的出生率比
较，二者的差异被视为数据操纵所致。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地方政府报告的出
生率和实际出生率之间的差异在审计年份的前一年明显缩小。这也反证了二者
的差距来源并非测量误差，而可能是地方政府对数据的操纵。这是因为如果不
存在人为的干预，我们不太可能观察到二者之间的背离在审计年份会减小。

测量博弈的第二种分析思路是借助数据分布规律的异常来反推博弈的发生
和普遍性。在Ｊａｃｏｂ和Ｌｅｖｉｔｔ （２００３）的研究中，作者构建了４个指标来衡量学
生试卷答案的异常分布，以此间接推断舞弊的普遍性。例如，同一个班级的学
生的答案在一些不可能的情况下出现高度一致（答错容易的题目但答对了较难
的题目）。这些指标允许作者对考试舞弊的普遍程度进行估计，并构建统计模型
来探索诱发舞弊的可能因素。例如，作者的分析发现，将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
的成绩和学校的招生资格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关联后，班级舞弊的可能性上升，
尽管二者的相关性没有通过显著度检验。Ｂｏｈｔｅ和Ｍｅｉｅｒ （２０００）对德克萨斯州
公立学校的博弈行为研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作者认为校方在考试通过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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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可能将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排除在考试之外，从而人为提升学区的整
体通过率。基于这样的逻辑，作者利用非正常免试的学生比例来测量博弈行为
的普遍程度，并分析了包括绩效压力、资源的充裕程度、任务难度等因素与非
正常免试比例之间的统计关系①。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方法比较巧妙，但局限于某个具体政策领域。相
比较而言，数位分布规律和断点回归是两种具有应用前景的测量方法。一些研
究人员借助本福德法则（Ｂｅｎｆｏｒｄｓ Ｌａｗ）对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校验。根据该法
则，一组随机发生的数字的第一位数字在１ － ９之间分布的频率并非完全一致，
具体而言，越小的数字，出现的概率越大（Ｎｉｇｒｉｎｉ，２０１２）。例如，首位数为１
的可能性约为３０％，而数字９出现的频率为４ ６％。这个规律存在于许多不同
的数据集，例如街道的门牌号、人口数量、死亡率及河流的长度等。根据这个
法则，如果数据被操纵，那么数字的首位数分布将不符合本福德法则。经济学
家把这个方法用于检验经济和财务数据的真实性（Ｈｏｌｚ，２０１４；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ｉ ＆
Ｓｔｏｌｔｚ，２０１２）。Ｓｔｏｅｒｋ （２０１６）将这个研究方法运用于分析中国空气质量数据的
“统计腐败”。作者对三组数据进行分析：第一组数据是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天
空气质量数据（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第二组数据是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市空气
ＰＭ２ ５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第三组数据是从全球气溶胶监测网获取的北京市
ＡＯＤ的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从数据来源推测，作者认为第一组数据存在造
假的可能性较大，而第二和第三组数据相对独立，因此数据点首位数的分布应
符合本福德法则。分析的结果与作者的假设高度吻合，作者据此判断北京的空
气质量存在人为操纵的可能。

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重视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来识别博弈证据。这个分
析方法的实质也是利用数据分布的异常来推断数据是否遭到篡改。Ｆｉｓｍａｎ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对中国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真实性分析便是采用断点回归统
计方法。借助不同类型事故死亡人数的面板数据（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作者发现，
在引入“一票否决”问责制之后，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超过上级规定的上限的
可能性显著降低。这说明绩效考核能有效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数量。但与此同
时，借助断点回归的方法，作者发现，省级政府的安全生产事故的死亡人数在
目标值这一临界点出现间断，这表明数据可能遭到人为的调整。这类研究方法
的共性是选取问责制度中设定的关键目标值作为临界点进行分析。基本逻辑是，
如果不存在操纵行为，那么数据在临界点两边的分布是连续的；相反，如果存
在操纵行为，那么绩效数据的分布将出现“跳跃”。由于很多绩效评估均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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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绩效压力为例，作者采用两个关键指标来衡量学校的绩效压力。首先是学区的考
试通过率，其次是学区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年之间整体通过率的变化趋势。通过率低和考试成绩下降
的学区，绩效考核的压力更大，更加可能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对数据进行人为的调整。分析结
果表明，绩效差距与考核博弈的测量之间缺乏显著的统计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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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目标值（即临界点），随着公共部门绩效数据的公开，利用断点回归的方法
来研究绩效博弈将是一种有前景的分析工具。

五、对文献的反思及可能的研究进路

以上的文献综述表明，绩效考核诱发的各类策略行为业已成为公共管理研
究和中国研究中重要的领域。不同学科之间通过共享研究问题推动了这一主题
的知识积累，丰富并加深了我们对地方政府绩效博弈行为发生过程的认识。但
绩效博弈的实证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

首先，缺乏有效的研究工具分析绩效博弈行为的普遍程度。尽管公共管理
学界已经意识到对绩效博弈行为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由于其敏感性使得
对这一组织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难度较大。诚如公共管理研究学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ｏｌｌｉｔｔ指出，分析博弈的普遍性构成“最难，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Ｐｏｌｌｉｔｔ，２０１３：３５７）。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问卷调查或访谈法都很
难获得博弈实施者的真实回应，因此也无法对这些行为的普遍性进行有效度的
测量。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我们对绩效评估体系中博弈和欺骗行为的普遍
程度仍知之甚少（Ｂｅｖａｎ ＆ Ｈｏｏｄ，２００６）。本文的文献梳理发现，近年来绩效博
弈研究主题出现了一些方法上的创新，例如，Ｗａｌｌａｃｅ （２０１６）和徐康宁等
（２０１５）的研究通过独立数据来间接推断博弈行为的发生：借助与经济状况紧密
相关、且相对真实的用电量或夜间灯光亮度来间接推断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
尽管这类研究工具由于不依赖研究对象的自我报告，可信度比较高，但采用这
类研究方法实质上研究的是策略行为的后果，无法估计行为本身的普遍程度。
因此，对政府绩效博弈行为的实证研究急需方法上的创新，这将是今后研究的
着力点之一。

在研究工具的选取上，笔者认为可以将社会科学中对敏感话题的分析方法
延伸至博弈主题的研究。例如，研究者可以尝试借助列举实验（ｌ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对博弈行为的普遍性进行测量，最新的研究参见Ｋｒｏｌｌ和Ｖｏｇｅｌ （２０２１）。列举实
验是对传统抽样调查方法的改进，其创新之处在于将随机化的操作程序引入调
查中，从而帮助研究者更严谨地推断敏感行为的普遍程度。许多研究表明，相
比于直接询问的方法，列举实验对应答者的隐私有着更好的保护，因此参与者
对敏感问题的回答更真实（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例如，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Ｏｃａｎｔ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针对尼加拉瓜城市选举的调查发现，在问卷调查中２ ３９ ％的受访者报
告自己曾有过被贿选经历，而通过列举实验估计的比例达到２４ ３４％。绩效策略
行为是敏感的话题，直接询问非常容易获得不真实的回应。在新近的一份基于
５４项实验研究的元分析中，Ｌｉ和Ｖａｎ ｄｅｎ Ｎｏｏｒｔｇａｔｅ （２０１９）发现，在估计敏感行
为／态度的普遍性上，列举实验的有效性显著高于直接询问法。因此，列举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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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测量这类行为的普遍程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技术方案。研究人员可以利用
这个方法对博弈行为的普遍性进行测量，并且围绕博弈行为的发生构建多层次
的解释模型①。

绩效博弈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局限集中在博弈发生的解释上。既有研究对绩
效博弈行为诱因的分析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基于具体个案获得的解释，但这些
解释由于“就事论事”而缺乏推论性；另一极端是从制度层面对博弈行为发生
的原因作出回答，但解释框架过于宏大而缺乏分析的力度（例如制度逻辑的视
角），且难以支撑实证研究。在这一点上，罗伯特·默顿所强调的“中层理论”
（ｍｉｄ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可以帮助我们在宏观和微观解释之间求得平衡。所谓“中层
理论”是指介于无所不包的抽象综合性理论和具体经验性观察二者之间的理论
层次。具体到绩效博弈行为研究，中层理论模型指的是超越碎片化的经验观察
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将绩效博弈研究提升到理论化的层面可以
避免实证观察的简单堆砌，实现从对特殊经验的揭示迈向具有普遍意义的新认
识，这是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笔者认为，对既有文献实施更为系统的整合分析有助于构建一个中观层面
的解释框架。前面提到，尽管文献已对博弈行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观察，而且
既有的研究已揭示了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官员晋升的节点、被考核
者的自由裁量权、强调竞争的组织文化、绩效目标的可及性、绩效信息收集的
独立性、完成考核所需资源的稀缺程度、过于强调自上而下的问责制，等等。
尽管这些因素涉及了不同层面，但均是基于某个特定领域的案例研究，对既有
研究的整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研究者可以借助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综合，
实现在抽象层面对文献所报告的各种博弈行为进行比较和综合，为构建预测博
弈行为发生的初步模型提供概念基础。

缺乏不同学科之间的交融和互惠，这是绩效博弈行为研究的第三个主要局
限。笔者认为，对绩效博弈的研究可以尝试从组织研究和管理学研究中获取概
念和分析工具的启发，从而为这个主题的研究注入更多的活力。本文的文献综
述涉及公共管理、组织研究、教育学、经济学、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等领域。
尽管这些研究共同指向绩效评估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悖论，但这些研究在概念、
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缺乏交融，具体表现在实证研究之间鲜有交叉互引。例
如，管理学研究中的组织不端行为（ｕｎｅｔｈ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与博弈行为之间存在概
念上的相关性，但绩效博弈研究者对这个概念缺乏关注。根据管理学的广义理
解，不端行为是指组织成员任何违背普遍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
（ＫｉｓｈＧｅｐ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因此，尽管组织不端行为是组织研究的视角，但绩
效博弈行为实质上也属于组织不端行为，可以放到这一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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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技术新近的发展已经允许研究者在不同分析层面上识别影响个体实施敏感行为的
因素，具体应用可参见Ｈｏｌｂｒｏｏｋ和Ｋｒｏｓｎｉｃｋ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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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新近发表在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的研究中，Ｂｅｌｌé和Ｃａｎｔａｒｅｌｌｉ
（２０１７）对７３篇论文１３７个实验实施元分析，并归纳出导致组织不端行为的机
制，包括社会影响、目标设定、时间压力、自我辩解、监督、损失规避（ｌｏｓｓ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等因素。如何从这些一般性的理论中获取分析框架，并在公共部门绩
效评估的情境中进行实证检验，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六、余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１９７９：８５）提出了著名的坎贝尔法则：“愈是
使用量化的社会指标作为社会决策的依据，就愈容易产生腐化的压力，也就愈
容易曲解和破坏原本想要监控的社会历程。”这个悲观的观点不断被实证研究所
证实。公共部门目标的模糊性以及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导致了绩效博弈更容易
发生。打破坎贝尔法则，绩效博弈研究必须系统深入地研究博弈行为如何发生
以及其产生的机理。本文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点在于如何通过
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来揭示不同考核领域中博弈行为的普遍程度；如何在理论层
面进行跨学科的对话，构建一个关于绩效博弈行为的类型、特征和诱因的中层
模型。通过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的创新，以产生指导实践的知识为目标，这些
洞见对构建博弈行为发生的风险监测与控制体系、改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努
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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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Ｊ．，Ｈｕｒｌｅｙ，Ｊ．，ＤｅＣｉｃｃａ，Ｐ．，＆ Ｂｕｃｋｌｅｙ，Ｇ． （２０１４）．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３（８）：９６２ － ９７８．

Ｌｉ，Ｊ．，＆ Ｖａｎ ｄｅｎ Ｎｏｏｒｔｇａｔｅ，Ｗ． （２０１９）．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ｅｍ Ｃｏｕ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ａｎｇ，Ｊ．，＆ 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Ｌ． （２０１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ｅ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８（３）：３４６ － ３８５．

Ｌｉｇｈｔ，Ｐ． Ｃ． （１９９８）． Ｔｈｅ Ｔｉｄ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Ｍａｋ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１９４５ －１９９５．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ＣＴ：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ｓｏｎ，Ｓ．，Ｗｅｂｅｒ，Ｅ． Ｊ．，Ｃｏｓｔｅｒ，Ｊ．，Ｆｒｅｅｍａｎ，Ｊ．，＆ Ｌｏｃｋｅｒ，Ｔ． ２０１２． Ｔｉｍ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ｐ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Ｅｎｇｌａｎｄｓ ４Ｈｏｕｒ Ｒｕｌｅ：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ｕｔ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５９（５）：３４１ － ３４９．

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ｉ，Ｔ．，＆ Ｓｔｏｌｔｚ，Ｇ． （２０１２）． Ｄ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ａｌｓｉｆ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Ｓｏｍ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Ｍ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９５（２）：５９１ － ６１６．

Ｍｏｄｅｌｌ，Ｓ． （２００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ｙｔ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９ － ５５．

Ｍｕｒａｌｉｄｈａｒａｎ，Ｋ．，＆ Ｓｕｎｄａｒａｒａｍａｎ，Ｖ． （２０１１）．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１９（１）：３９ － ７７．

Ｎｉｇｒｉｎｉ，Ｍ． （２０１２）． Ｂｅｎｆｏｒｄｓ Ｌａ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Ｆｒａｕ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４９１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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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ｂｏｒｎｅ，Ｄ．，＆ Ｇａｅｂｌｅｒ，Ｔ． （１９９３）．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ｌｕｍｅ．

Ｐａｔｒｉｃｋ，Ｒ． （２００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Ｐｅｒｒｉｎ，Ｂ． （１９９８）．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Ｍｉｓｕｓ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１９（３）：
３６７ － ３７９．

Ｐｅｒｒｉｎ，Ｂ． （１９９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 Ｒｅｊｏｉｎ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０１ － １１１．

Ｐｅｒｒｙｍａｎ，Ｊ． （２００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２４（５）：６１１ － ６３１．

Ｐｏｌｌｉｔｔ，Ｃ．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１９（４）：３４６ － ３６３．
Ｐｏｗｅｒ，Ｍ．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ｉｔｕａｌｓ ｏｆ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ｒｉｃｅ，Ｊ． Ｅ． （１９６６）． 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１４（２）：２１４ － ２２１．
Ｐｒｏｐｐｅｒ，Ｃ．，Ｓｕｔｔｏｎ，Ｍ．，Ｗｈｉｔｎａｌｌ，Ｃ．，＆ Ｗｉｎｄｍｅｉｊｅｒ，Ｆ． （２０１０）．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４（３ － ４）：３１８ － ３３５．
Ｒａｄｉｎ，Ｂ． Ａ． （２００９）．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８（３）：５０５ － ５１２．
Ｒａｄｎｏｒ，Ｚ． （２００８）． Ｍ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ａｇｉｎｇ，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ｉｎｇ ｏｒ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５７（４）：３１６ － ３２８．
Ｒａｗｓｋｉ，Ｔ． Ｇ． （２００１）． Ｗｈａｔ Ｉｓ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Ｄ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４）：３４７ － ３５４．
Ｒｅｂａｃｋ，Ｒ． （２００８）．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９２（５ － ６）：１３９４ － １４１５．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Ｂ．，Ｉｍａｉ，Ｋ．，＆ Ｓｈａｐｉｒｏ，Ｊ． Ｎ． （２０１６）．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０（３）：７８３ － ８０２．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Ｄ． Ｍ．，Ｍａｎｎｉｎｇ，Ｊ．，＆ Ｄｅｎｙｅｒ，Ｄ． （２００８）． １１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Ｆｕｌ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
２（１）：４７５ － ５１５．

Ｓｅｉｄｍａｎ，Ｄ．，＆ Ｃｏｕｚｅｎｓ，Ｍ． （１９７４）．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Ｒａｔｅ Ｄｏｗ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ｅ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Ｌａｗ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８（３）：４５７ － ４９３．

Ｓｅｒｒａｔｏ，Ｊ． Ｃ． Ｓ．，Ｗａｎｇ，Ｘ． Ｙ．，＆ Ｚｈａｎｇ，Ｓ．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ｃ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４０ （２０１９）：２２３ － ２４１． 　

Ｓｈａｍｓｅｅｒ，Ｌ．，Ｍｏｈｅｒ，Ｄ．，Ｃｌａｒｋｅ，Ｍ．，Ｇｈｅｒｓｉ，Ｄ．，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Ａ．，Ｐｅｔｔｉｃｒｅｗ，Ｍ．，Ｓｈｅｋｅｌｌｅ，Ｐ．，＆ Ｓｔｅｗａｒｔ，Ｌ． Ａ．
（２０１５）．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ＰＲＩＳＭＡ － Ｐ）２０１５：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ＢＭＪ，３４９．

Ｓｈｉｎ，Ｓ． Ｈ． （２０１３）．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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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博弈行为：分类框架、识别策略与研究进路◆


